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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我国农民维权行为的博弈分析

常士正 ( 南阳理工学院 ,河南南阳473004)

摘要  利用静态博弈理论 , 建立了乡村社区农民维权投入的函数模型, 分析了我国农民受到权益侵害时的理性选择 , 验证和解释了当前
我国农民无法有效维护其基本权益的原因及现实约束 , 讨论了在外部干预条件下农民维权的行为选择, 为解决我国农民的维权问题提
供了一个新的视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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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ame Analysis onthe Behavior of Maintaining Rights of Chinese Peasants at Present
CHANG Shi-zheng  ( Nanya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, Nanyang , Henan 473004)
Abstract  The function model of the input of maintaining rights of peasants inrural communities was set up by static game theory . The sensible choice of
Chi nese peasants whenthey met rights and interests invasion was analyzed . Thereason and real restriction why Chinese peasants couldn’t effectively protect
their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at present were validated and explained . The behavior choice of peasants i n maintaini ngtheir rights under external interven-
tion was discussed . It provided a newvisual angel for solving the problemof maintaini ng rights of peasants in China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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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年 , 不合理负担、农地冲突以及农民工工资拖欠、不

公待遇等引发的农民维权问题, 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

思考。从微观经济机制看 , 农民维权活动是理性经济人群

体的公共选择过程。农民是遵循理性原则的 , 追求自己最

大化的效用, 具有权衡得失利弊及选择行为的能力。笔者

以静态博弈理论分析农户面对权益侵害时的理性选择。

1  基本模型

假设某一乡村社区由 n 家农户组成 , 正面临着集体组

织或外部经济实体的权益侵蚀( 例如不合理负担、违规征用

农地等) , 农户考虑开展维权活动 , 即进行抵制、抗争或监

督。在“自然谈判”条件下 , 每个农户自愿提供维权费用( 包

括经济投入、时间支出、收入损失、精力损耗、心理压力等) 。

经费越多, 则获得权益保护效果越好。而维权行为具有公

共品属性 , 所有社区的农户都可受益。

假定第 i 家农户的经费供给为 gi ( gi ≥0) , 表示农户 i

参与维权活动所必需的投入 , 则全社区的总供给为 :

G= ∑
n

i =1
g i ( 1)

每个农户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 Ui( xi , G) , 其中 xi 表示

农户i 除了维权费用以外的其他经费支出 , 如生产资金、销

售费用、生活消费等, 简称为农户 i 的其他私人物品消费。

效用函数取柯布—道格拉斯形式, 则农户 i 的效用函数 Ui

( xi , G) 为 :

u i = xi
αGβ ( 2)

式中 ,0 < α< 1 ,0 < β< 1 , α+ β≤1 ,α表示农户i 的其他私人

物品消费对效用的贡献率, β为农户i 的维权费用对效用的

贡献率。若 β= 0 , 即 Gβ= 1 , 则 ui = xi
α, 表示农户 i 不参与

任何维权活动 , 其个人效用全部来自其他私人物品消费 xi ,

因而 β也表示农户的维权偏好程度。模型中农户维权费用

的效用贡献是随规模报酬递增的, 故取0 < α,0 < β, 同时有

5 u i

5 x i
> 0 ,

5 u i

�Gi
> 0 。

1 .1  纳什均衡的社区维权总投入  假定 Px 为其他私人物

品消费的单位成本 , Pg 为维权活动的单位成本 , Mi 为农户i

的总收入或总支出, 其预算约束为 :

Mi = P xxi + P gg i ( 3)

农户 i 面临的问题是: 在给定其他农户选择的情况下 ,

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( x i
* , gi

* ) 。

农户 i 个人效用最大化条件下的维权经费最优供给

gi
* , 可通过解下列最优化问题得到:

Max ui = xi
αG β ( 4)

S . t .  Mi = P xxi + P ggi  ( i = 1 ,2 , ⋯ , n) ( 5)

每个农户的最优均衡条件为:

5 u i/5 G

5 u i/5 xi
=

P g

P x
 ( i = 1 ,2 , ⋯, n) ( 6)

求得反应函数为 :

gi
* = β

α+ β
×

Mi

P g
- β
α+ β

∑
n

j≠i
gj ( 7)

式中 i = 1 ,2 , ⋯, n ;j = 1 ,2 , ⋯, n 。

  反应函数表明 , 任何一个农户的维权费用供给数量

( gi
* ) 依赖于其他农户的投入( ∑

n

j ≠i
g j) , 即每一个农户都相信

其他农户提供的维权经费越多 , 自己的供给就可以越少。

则纳什均衡的社区维权总投入为:

G * = ∑
n

i =1
g i

* =
β

nα+ β

∑
n

i =1
Mi

P g
 ( i = 1 ,2 , ⋯ , n) ( 8)

1 .2 帕累托最优的社区维权总投入 假定社区总福利函数

采用个人效用函数加权加总的形式 :

W= ∑
n

i =1
r iu i  ( ri ≥0 ,i = 1 ,2 , ⋯, n) ( 9)

有整个社区的总支出预算约束为:

S . t .  P x∑
n

i =1
xi + P gG= ∑

n

i =1
Mi  ( i = 1 ,2 , ⋯ , n) ( 10)

由于维权行为存在公共品性质, 帕累托最优的均衡条

件为 :

∑
n

i =1

5 u i/5 G

5 ui/5 x i
=

P g

P x
( 11)

代入预算约束, 解得帕累托最优的社区维权总投入为 :

G *
*

= β
α+ β

×
∑

n

i =1
Mi

P g
( 12)

1 .3 纳什均衡总供给与帕累托最优总供给的比较  设社区

中所有农户的效用函数和经济实力相同( 即 Mi = m) 。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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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权费用的纳什均衡总供给为:

G *
*

= ng i
* = nβ

nα+ β
×

m
P g

( 13)

  社区维权费用的帕累托最优总供给为:

G *
*

= ng i
*

*

=
nβ

α+ β
×

m
P g

( 14)

容易证明 ,
G *

G *
* =

α+ β
nα+ β

< 1 ( 15)

即, 社区维权费用的纳什均衡总供给小于帕累托最优

总供给。

这就验证了现实情况。在受到权益侵害时 , 农民无法

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基本权益 , 即在“自然谈判”的条件下, 各

农户理性选择的结果并不能自发实现集体理性。

2  农民维权的现实约束

式( 13) 表明 , 当地农户收入水平( m) 、维权活动的单位

成本( Pg) 、社区农户人数( n) 、农户维权偏好( β) ( 由于 α、β

两个变量具有相关性, 彼消此长 , 因而只保留 β) 等 , 是制约

农民维权能力的基本因素。m、P g、n 、β的赋值不同 , 即农民

维权活动所面临的现实约束不同, 农户维权的行为能力或

行为选择也就不同。

2 .1  农户收入 农户平均收入( m) 的大小直接影响农民对

维权经费的供给。农户收入水平与社区维权经费总供给呈

同方向变化。沿海富裕地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问题解决

得较好。这与农户收入直接相关。

对农户的预算约束 : Mi = m = P xxi + P ggi 进行一阶差

分, 得

Δm = P xΔxi + P gΔgi ( 16)

  式( 16) 表明 , 当 P x 、P g 为常数,Δx i( 可视为广义恩格尔

系数) 给定不变或变化微小而忽略不计时,Δm 与 Δgi 呈正

线性相关。

考虑到我国农民人均收入低、基本生产费用和生活消

费方面的支出具有刚性 , 符合Δx i 忽略不计的条件, 因而当

社区人均收入( m) 增长缓慢 , 甚至相对下降时( 即Δm≤0) ,

Δgi ≤0 。即 , 我国农民收入相对下降的经济效应在很大部

分会转嫁到农民对维权费用的供给上。这导致其更加欠缺

维护自己基本权益的能力。显然, 收入水平普遍不高, 收入

增加相对较慢 , 制约了我国农民, 尤其中西部地区农民维权

的行为能力。

2 .2  维权成本 维权活动的单位成本 P g 代表农民维权费

用的投入风险, 也代表解决农民与外部经济实体之间冲突

的治理成本。它与社区农户的维权支出呈反方向变化。

解决涉农冲突的方式不外乎对话、协商、调解、诉讼等 ,

其中法律诉讼作为解决涉农冲突的主要渠道。对于当前我

国农民的实际需要而言 , 存在着诸多问题。例如, 涉农平权

法律欠缺、法条在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差、诉讼程序冗长、诉

讼判决的执行力度不足、司法腐败现象等 , 必然导致诉讼成

本较高, 农民无力承担。农民与乡村集体、外部经济体之间

的对话、调解机制欠缺 , 即便有一些相关渠道也欠缺平等对

话的基础 , 地方政府组织对非农经济实体的保护 , 甚至“串

谋”。这些现实因素又降低了涉农冲突在基层通过协商、调

解解决的可能性。我国农民往往会倾向于成本较低的维权

方式。近几年的上访热、信访热, 甚至农民工讨要工资时的

一些过激行为, 就反应了较高的实际成本对农民维权活动

的影响。

2 .3 农户个数  n 代表社区中农户的个数 , 可以表示社区

农户的组织化程度。n 越小 , 表示农户的个数越少 , 或者说

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越高, 则农户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过渡

的障碍越小 , 纳什均衡总供给越接近于帕累托最优总供给 ,

即公式( 15) 中 G * 与 G *
*

之间的差距随着社区中农户的个

数 n 的减少而缩小。当 n = 1 时, 两者相等, 说明在高度组

织化的社区中, 农民更有能力维护其基本权益。

在我国 , 农业经营分散 , 农村劳动力转移滞后 , 农民人

口多。这些现实制约着农户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的过渡。

更重要的是 , 在现行体制下, 并不存在真正为9 亿农民争取

权益的组织。党和政府代表着大众的声音, 在社会利益群

体的博弈中 , 毕竟不能只代表农民。因此, 较低的组织化程

度是限制我国农民维权的行为能力的关键。

2 .4 维权偏好  维权经费的供给还受到农户维权偏好程度

β的影响。如果农户维权意愿强烈 , 愿意承担更多费用 , 即

β越大 , 纳什均衡总供给与帕累托最优供给之间的差距就越

小。反之,β越小, 二者差距越大 , 社区的维权费用供给不足

的状况就越严重。

通常认为, 我国农民自我保护意识差, 法制观念不强 ,

而且农户个人的社会影响力低下 , 还要面对高昂的成本支

出, 维权成功概率较小 , 导致大多数农户在受到权益侵害

时, 偏好不抵制、不监督的软弱对策。但是在制约我国农民

维权偏好的诸多因素中, 更重要的是农民缺少知情权、发言

权。大多数农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处境 , 不知道如何维权 ,

也没有能力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
另外 , 并不是任何时候农民的维权偏好程度都很低。

在农地冲突中, 由于土地是农民生存的主要保障, 而且涉及

双方巨额经济利益, 失地农民缺乏回旋余地, 其维权偏好很

高, 采取的“抗争”手段最为激烈。这实际上属于公式( 15) 中

的极值状态 :α→0 ,β→1 ,G* →G*
*

。

3  外部干预对农民维权行为的影响

假设社区之外存在干预方 , 主要是中央政府、新闻媒

体、部分高层官员等 , 虽然他们在社区与外部经济实体的利

益博弈中也存在某些利益 , 但可以认为是超理性的 , 即干预

方并不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, 或者其利益正是体现在帮助

农民维护合法权益上 , 以实现经济发展、社会公平、和谐稳

定等宏观目标。

设干预方与社区中农户的效用函数类似, 为 U0( x0 ,

G) , 且费用供给为 g0( g0 ≥0) , 经济实力 M0 = KMi( 为了分

析方便, 设 K > 0) , 类似地有反应函数为 :

g0
* =

β
α+ β

×
M0

P g
-

α
α+ β

gi ( 17)

gi
* = β

α+ β
×

Mi

P g
- α
α+ β

g0 ( 18)

解得:

g0
* =

( α+ β) M0 - αMi

( 2α+ β) Pg
( 19)

  gi
* =

( α+ β) Mi - αM0

( 2α+ β) Pg
( 20)

  由式( 20) 可知 , 当 M0 ≥( 1 + β/α) Mi , 即 k ≥1 + β/α时 ,

gi
* ≤0 , 由于 g * 非负, 故应取 g i

* = 0 , 即社区农户 i 不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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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成立单一产品合作社进行品种分配、制订生产规划、提升

质量 , 通过拍卖销售逐渐垄断市场价格。农民整体种植技术

的提升和发展意识的提高将会从根本上推进我国花卉业的

前进步伐。

2. 3 提高组织化程度 我国花卉业的发展方向是走向区域

化、规模化、专业化 , 因此, 只有提高其组织化程度 , 才能驾驭

瞬息万变的市场、规避风险, 从而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。根

据我国土地使用现状, 以公司为龙头、带动基地花农、优势互

补、互利互惠, 既提高了我国花卉的市场竞争力, 杜绝恶性无

序的竞争 , 又为花农扩大了融资渠道 , 加大了资金投入 , 有利

于实现花卉工厂化和产业化 , 加强花卉产品的包装、贮藏、运

输等环节的质量管理, 提高产品竞争力, 增加花卉业产品品

种, 迎合市场多种需求。花卉消费属于典型的喜新厌旧, 近

年来 , 花卉主流产品价格每年下降3 % , 因此今后除普通的

绿化、美化环境的花卉品种外, 还要适当规模地发展具有特

殊功效的花卉产品, 如杀菌灭菌的医用药用品种、养颜美容

品种、赏食兼用品种, 以满足人们对身体健康状况日益关注

的特殊需求。

2. 4 利用我国已加入 WTO 的机遇, 扩大出口  加入 WTO

无疑会给我国花卉产业带来巨大的机会和发展空间。主要

表现在 : ①我国花卉业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, 有的品种已达

到较高水平, 逐渐引起亚洲地区某些花卉需求国的青睐 , 这

将使我国花卉出口贸易额大幅增加。②由于一些发达国家

花卉生产成本高, 他们正在寻求与生产成本低的国家合作经

营 , 而我国的花卉品种丰富, 气候、土壤等自然条件优厚 , 劳

动力低廉, 这些都有利于吸引发达国家与我国合作。③我国

部分花卉企业已初具规模, 其产品质量尽管与国外优质产品

相比有差距 , 但在国内市场仍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。因此 ,

我国花卉生产企业应抓住机遇, 利用自由宽松的花卉贸易环

境 , 发挥优势, 通过多种途径促使我国花卉产业朝标准化、规

模化、集约化、精品化的方向发展 , 增加花卉产量, 扩大出口 ,

进而促进我国花卉产业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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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维权支出。

纳什均衡解为 :( g0 , gi) = (
( α+ β) M0 - αMi

( 2α+ β) Pg
,0) , 社区维

权总供给 G * = g i
* 。由于中央政府、新闻媒体等干预方的

经济实力、发言权具有决定性意义 , 与一个普通乡村社区的

农户不在一个档次上, 符合 K ≥1 + β/α条件, 因而“搭干预

方的便车”就成为农户的理性选择。再考虑到我国历史上

存在的集权传统、“青天”情结 , 以及党和政府长期以来的

“亲民”倾向 , 可以说, 我国农民在维权问题上倾向于依赖外

部干预, 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, 几乎是必然的。这进

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农户不通过诉讼、对话等基层利益调整

机制来寻求维权, 而倾向于上访、信访、媒体呼吁等方式。

进一步讲 , 只要农民维权活动的约束条件不变, 那么保护农

民的正当权益就仍将主要依赖政府的大力介入和强力干

预。近 2 年减负问题效果较好, 其决定性因素就是中央政

府的强力干预。

模型分析表明 , 当国家提供外部强力干预, 以期与农民

共同制止外部经济实体对农民权益的侵害时, 反而引起农

民维权费用供给不足, 甚至出现中央政府承担全部维权责

任和斗争成本的局面。因此, 从长远看 , 解决农民维权问题

时, 政府需要坚持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的原则 , 把重点放在以

体制改革、制度供给、宏观指导、提供监督等为主要内容的

间接管理上。

4  结论

面对权益侵害 , 农民无法有效维权的基本原因, 不仅仅

是在“自然谈判”条件下 , 个体的理性选择无法顺利过渡到

集体理性, 而且是我国农民所受到的诸多现实约束共同造

成农民在社会群体间共同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。其中 , 收

入低下、增收缓慢, 维权成本相对高昂、过程冗长、组织化程

度偏低、欠缺代言人、维权意识淡薄、缺乏知情权及发言权

等现实条件 , 长期制约着农民维权的行为能力和行为选择。

从这些问题看 , 我国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决非短期之内可以

彻底解决的 , 必定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, 并将在构建

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和新农村建设的系统工程中逐步得到

解决。

短期而言 , 提供与维权农民的现实需要相适应的制度

供给和政策调整 , 是保护农民权益的迫切需要。例如 , 大力

提高农民收入, 特别是非农收入; 改革信访、上访制度 ; 强化

农村基层的协商、调解机制; 设立简易法庭 , 实施法律援助 ,

完善涉农平权法规;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, 允许农民有自己

的利益代言人并扩大其实质性影响; 理顺农村基层税费体

系, 规范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; 加强农村法制工作 , 提高农民

的自我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; 引入招投标、审计监察、

集体决策、过程公开等机制 , 大力打击基层官僚腐败等。这

些都是符合当前我国农民维权实际需要的举措。另外, 在

现行体制下 , 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外部强力干预的确起到了

加强农民权益保护的重要作用, 在短期内无疑是要坚持的。

但长期而言 , 中央政府需要坚持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的原则 ,

通过制度调整, 宏观指导 , 引导涉农冲突转向依靠农民自身

的维权行为能力 , 利用对话、协商、调解、诉讼等惯常的农村

基层利益调整机制寻求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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